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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增加居民收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多措并举扩大居民消费，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推动实现消费和投资的动态平衡，形成“政府培育消费，消费激活市场，市场引领企业，企业扩大投资”的良性循环，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对“完善扩大消费长效机制”进行了战略部署。7月30日、9月2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分别强调“要以提振消费为重点扩大国内需求”“要把促消费和惠民生结合起来，促进中低收入群体增收，提升消费结构”。　　
今年以来，我国消费持续疲弱，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7%，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0.5%。下半年以来，各部门鼓励和促进消费增长的政策力度不断加大，随着相关政策落地见效，近期消费数据有一定改善。未来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落实落细，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有望不断释放。　　
当前，我国消费面临一些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与全球主要经济体对比，目前我国消费不足的特征较为明显。　　
一是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偏低。2023年，我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为56%，不但远低于美国（81%）、日本（75%）、德国（72%）等发达经济体，甚至明显低于与中国发展阶段接近或落后的国家，比如土耳其（72%）、印度（72%）、印尼（67%）。二是服务消费占比明显低于主要经济体。2023年，我国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偏低，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约为45%，远低于美国（68%）、日本（57%）等发达经济体。三是核心CPI自2013年有数据统计以来，大部分时间都位于2%以下，疫情以来基本位于1%以下。2012年以来，PPI同比已出现三轮负增长，2012年3月—2016年8月，PPI同比负增长持续54个月；2019年7月—2020年12月，持续了18个月；2022年10月—2024年10月，持续了25个月。　　
第二，周期性经济因素以及疫情短期冲击，直接造成消费持续疲软。　　
一是疫情“疤痕效应”导致居民就业不足和收入增长放缓，消费预期明显减弱。受企业投资积极性不足、“降薪潮”等宏观环境影响，居民对就业和收入前景的担忧加剧，预防性储蓄倾向持续上升，减少了消费支出。
二是居民持有的资产价值大幅缩水，形成“负向财富效应”，影响消费信心与消费意愿。2021年以来，房地产、股票价格下跌，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严重影响了居民的消费支出、消费能力和消费预期。当前，房地产相关消费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占比已超过10%，房地产行业下行对家具、家电、装潢等相关消费也带来直接的负面影响。三是财政政策的顺周期性对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带来负面冲击，降低了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水平。经济增速放缓时财政收入下滑，进而对财政支出力度形成制约，这间接进一步强化了企业和居民的负面预期。　　
第三，深层次的经济结构问题，对消费产生重大冲击。　　
从具有长期性的经济结构调整来看，一是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偏低，区域、城乡、群体之间的收入和财富差距较大。2024年上半年，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约为44%，远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水平（50%—65%）。2024年上半年，上海市居民可支配收入为44735元，而西藏、甘肃、新疆等地方不足13000元。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561元，是农村居民（11272元）的2.44倍；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733元，中位数为17358元，中位数低于平均数（约低19.4%），可见，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与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较大，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招商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占客户总数2.4%的金葵花及以上高级客户，其存款占总客户资产的比值高达81.2%。
二是福利性财政支出占比偏低，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2023年，我国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为14.5%，远低于日本（32.3%）和美国（22%）。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资金缺口依赖个人和家庭支出填补，客观上抬高了居民部门针对养老托育等长期支出的谨慎性、预防性储蓄，压缩了消费潜力。
三是宏观调控政策侧重于从供给端发力，对消费的拉动作用不明显。为实现稳增长和扩内需目标，我国以往宏观调控政策主要从生产端和供给端发力，着力扩大投资，政府和居民部门消费产生了挤出效应。采取的消费刺激政策主要是通过减征购置税、财政资金直补等方式鼓励相关消费，而非通过增加居民收入等方式建立消费增长的长效机制，从而导致促消费的效果不具有可持续性。四是部分消费领域存在供给端约束。一方面，我国消费性服务行业发展相对滞后，总量供给不足。2020年，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仅为5.5%左右，远低于OECD国家36%左右的平均入托率。2023年，我国每千名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仅为27.7张，低于国际通行标准（40—50张）。另一方面，社会资本进入职业教育、体育经纪等服务行业面临一定的显性或隐性壁垒，一些消费领域结构性过剩与不足并存。当前，在现代农业领域，低端化、同质化的商品和服务供给明显过剩，中高端消费品以及高品质、特色化服务供给相对短缺，尚不能均衡和充分地满足不同层次、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　　
下一步，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增加居民收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多措并举扩大居民消费，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推动实现消费和投资的动态平衡，形成“政府培育消费，消费激活市场，市场引领企业，企业扩大投资”的良性循环，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是财政政策短期应通过直达转移支付等措施推动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中长期应增加民生和社会保障支出。短期内，丰富和完善直达居民部门的转移支付政策工具，由中央财政出资，向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未就业青年、农村贫困家庭和65岁以上老人、三胎家庭等需要重点扶持的群体定向发放补贴，可尝试运用数字人民币发放补贴。中长期内，挖掘以公共设施与服务为重点的政府消费潜力，增加政府在教育、体育、医疗、养老、育幼等方面的公共消费支出，加强对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多渠道扩展社保缴费资金来源。　　
二是货币政策应将促进物价合理回升作为重要考量，在保证银行净息差总水平的情况下，进一步下调存贷款利率，对冲实际利率上行压力，促进潜在需求释放。　　
三是大力促进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稳定居民资产价格预期。短期内，应通过进一步减少商品房市场的限制性措施，推动商品房流通环节减税降费和存量房收储等工作，大力促进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稳住居民资产价格预期。中长期内，应持续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快放宽放开大城市落户限制，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推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　　
四是改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推动要素分配向劳动者倾斜，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加强政府在再分配环节的调节作用，注重对居民部门的支持，调节行业间收入差距，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重点把脱贫人口、进城农民工和老年人培育成中等收入群体。　　
五是破除服务消费领域的供给约束，增加中高端消费品供给，减少相关领域消费限制。近期，国务院出台了《关于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从挖掘基础型消费潜力、激发改善型消费活力、培育壮大新型消费、增强服务消费动能、优化服务消费环境和强化政策保障等六个方面着手，旨在扩大服务消费范围和优化改善服务消费环境，增强服务消费发展内生动能。建议进一步放开对民营和国际资本的服务业准入条件，放宽健康、医疗、养老、教育、美容、文化等领域的市场准入条件，不断挖掘服务业新业态，激发文体娱乐和旅游等改善型消费。充分发挥服务业创造就业的特点，推动提高从业人员收入。增加中高端消费品和服务供给，减少对住房、汽车等相关消费领域的行政性限制。
